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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信任博弈范式，通过诱发愤怒、悲伤两种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考察不同情绪状态

的个体进行陌生人初始信任判断是否存在对信任线索的依赖性，即线索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当

社会线索指向可信时，消极情绪普遍比中性情绪引起的信任水平低，而在社会线索指向不可信

时，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并没有显著差别; 同时悲伤和愤怒两种消极情绪之间存在差异: 当社

会线索指向可信时，愤怒情境下的被试表现出的信任程度比悲伤情境下的被试更高，当社会线

索指向不可信时，愤怒情境下的被试表现出的信任程度比悲伤情境下的被试更低，证实消极情

绪引起的认知加工策略差异会影响人际信任判断: 愤怒情绪比悲伤情绪更依赖社会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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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际信任是促进合作和有效推进社会互动的

重要社会资源，相互信任可以起到减少对他人行

为的管理环节，规范程序，降低谈判成本，促进组

织之间和组织内部互惠关系的作用［1，2］．
尽管理论学者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影响信

任的前因变量既有认知又有情感因素［3］，但以往

研究主要集中在发掘认知因素，认为信任他人的

判断主要是一种理性而精于计算的过程［4］，信任

受到情绪影响的实证研究在近年开始受到关注，

但影响机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5，6］，积极心境

( mood) 的研究相对还算丰富，但忽略了组织工作

情境中特定消极情绪( 如悲伤和愤怒情绪) 普遍

存在的现象． 本研究基于信任博弈范式，考察特定

的消极情绪影响信任行为的线索依赖效应，试图

验证和补充情绪影响社会判断的理论解释模型，

并为组织促进信任的实践提供决策建议．

1 研究回顾与假设

1． 1 信任的界定及信任发展的情感影响

经济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及心理学等多

个领域对信任的界定都不尽相同: 有的将信任定

义为人的主观概率判断，作为一种计算理解; 有的

将信任嵌入了社会和关系因素，界定信任是对受

信者能力、正直、善意等社会性评估有积极的预期

而暴露自身弱点的意愿［7］． 本文采用国内学者张

建新和 Bond 对于信任的界定: 即针对某一具体人

物对象的、愿意预付已有的物质或心理资源的一

种行为意向［8］，强调信任的对象性和意向性，将

信任作为基于心理认知的行为决策．
情感对于信任发展的影响，学术界有两种看

法，一种是将信任看作是存在多个阶段或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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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的离散过程，情感信任处于高级阶段或

深层水平，情感的依恋形成对受信者关注和善意

判断的基础，建立起信任［9］． 这种观点将情感影

响融入到信任的认知模型中，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而另外一种是将信任看作是连续过程，学者大多

数 忽 视 情 感 的 影 响，只 有 少 数 人 如 Jones 和

George 提出情感将影响与信任有关的认知过程:

如感知、信念和判断［10］． 之后研究者在这样的框

架下，均选取情感影响社会判断的理论模型模型

作为依据，而实证研究是将情感划分为即时情绪

和心境来考察其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效果．
1． 2 情感影响社会判断的理论模型与验证

情感对社会判断及决策的影响，学者的观点

分为两个阵营，早期学者主张情感是直接影响信

任判断的: Schwarz 和 Clore 提出情感即信息模型

( Affect as Information Models) ，表明情绪状态是评

价新事件时容易提取利用的线索，即当引起情绪

的初始原因不很明显时，人们经常会将其情绪错

误归因为由当下的判断引起，如体验着消极心境

的个体会将此刻的心境作为他不喜欢新刺激的一

个标志，即使刺激和心境丝毫没有关系． 人们根据

自己的情绪状态做出快速的判断，无需整合判断

任务外部的信息以及自己的内部记忆和联想，个

体不是基于任务特征进行判断，而是询问自己:

“我感觉如何”［11，12］． 实证研究检验了情绪对于信

任的影响，并明确指出复杂和具有情感性质的判

断任务如信任判断会受到情感影响［3，13］，Bower
同样关 注 心 境 的 影 响，提 出 心 境 一 致 性 模 型

( Mood － Congruency models) ，预测处于某种心境

的人们进行判断就像笼罩了一种色彩，判断的结

果趋向与心境的效价一致，因此预测积极心境会

使我们对他人的判断出现积极偏向，消极心境反

之［14，15］． 虽然大多信任研究支持了这样的逻辑，

一致得出积极心境对信任起到增强作用，而消极

心境会降低信任 水 平［13，16，17］，但 也 有 相 悖 的 结

论: 有些研究诱发积极和消极心境，却对信任博弈

结果没有任何影响［5］，有些研究发现积极心境促

进信任的作用只发生在信任线索也为积极取向

时，当信任线索暗示消极，积极情绪反而更加依赖信

息线索，并不会将事件都抹上积极色彩，尤其在社会

交往情境中的消极暗示，积极心境会唤醒社会归类

的消极刻板现象，导致更大的偏见［18，19］，所以这些研

究都对心境一致性模型的解释效力产生质疑．
另外一些学者选择用情绪引起的认知加工

过程差异来解释对信任判断的影响: 早期学者

Forgas 提 出 了 情 感 渗 透 模 型 ( Affect Infusion
Models) ，将社会判断任务进行分类，表明情绪渗

透的程度有别: 当个体判断任务为启发式加工

( heuristic processing) ，遵循情感即信息模型; 当进

行实质性加工( substantive processing) 任务，也需

要开放和建构性地加工新刺激，遵循情绪启动范

式( Affect priming) ，个体会沿着已经感受到的特

定情绪状态选择关注点、提取相关陈述等，这两种

判断类型受到情绪的影响要比那些直接判断或目

标明确的任务受到情绪的影响更大，说明情感渗

透有高低程度之分［20］． 对于情绪影响机制，学者

Bless ＆ Fiedler 提 出 的 顺 应 同 化 模 型

( Accommodation-Assimilation Model) ，该模型认为

积极心境促进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已有的知识

结构刻板地附着在外部信息上，起到同化的作用，

消极心境促进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内部的知识

结构可以被修正，以顺应外部信息; 这种顺应同化

的作用在更广泛领域中对认知过程和行为进行调

控［21，22］，并进一步解释在积极心境的同化过程

中，人们倾向于以已有知识体系或者刻板印象对

社会目标进行评价; 而在消极心境的适应过程中，

人们会更加谨慎，更少借助已有知识来对社会目

标进行判断． 该模型的提出弥补了前文心境一致

性模型不能解释的积极心境启动消极刻板现象，

并有实证研究验证积极情绪在人际间和组群间的

信任判断时出现同化作用［23，24］．
1． 3 问题的提出与假设

综上所述，以往情感影响信任研究的理论与

实证反映了未来研究的思路: 一是考虑情绪影响

的可能情境及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现象，如信任

判断类型，受信者的熟悉度、情境相关度、内群偏

好等因素［13，23，24］． 而个体对陌生人的初始信任判

断情境已被研究证实是启发式认知或实质性判断

的认知类型，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属于高情感

渗透情境［25］; 二是理论模型多针对情绪效价维度

( 如: 心境一致模型和调节同化模型) ，仅区分积

极和消极，而持续时间短，更加强烈的特定情绪

( 愤怒、自责、焦虑) 还可能因情绪可控性，情绪确

定性方面影响个体的信任行为［6，25，26］，所以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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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定 情 绪 研 究 将 比 心 境 更 复 杂 和 具 有 现 实 价

值［27］; 三是情绪影响社会判断的过程远非心境一

致性模型构想的简单，Bless ＆Fiedler 的顺应同化

模型指出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不同认知路径，并有

研究验证了积极心境对信任判断的线索依赖效

应，而消极情绪引起的差异还需进一步验证，虽然

Bodenhausen，Sheppard，和 Kramer 也曾提出即使

同是消极情绪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也存在认知

差异: 悲伤个体采用系统而细节定向的策略，愤怒

个体系统思维能力减弱，容易冲动，判断和行动欠

缺考虑，更多使用启发式加工策略［18］，但对于这

两种特定消极情绪对于信任判断是否会有认知差

异，还不得而知． 四是实验情境中情绪诱发和信任

测量方法多样化，也可能引起研究结果不一致，如

有研究认为仅依据被试自我报告测度信任感知具

有较低效度［20］．
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取向，重点考察特

定消极情绪( 悲伤和愤怒) 对于信任判断的影响

有无线索效应，即情绪和信任线索共同影响信任

判断的过程． 本研究特选取初始人际信任判断情

境，只提供受信者的可信度线索，因为对于陌生人

的判断信息获取途径有限，个体更容易依赖线索

及情境相关的图式，符合高情绪渗透类型［28］，而

工作场所当中的情绪影响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的

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29］，本研究选取组织

中领导及员工经常体验到的两种消极情绪( 悲伤

和愤怒) ［30，31］，考察个体置身于不同消极情绪状

态时对于人际信任的影响． 根据以往情绪研究惯

例［23］，将中性情绪作为参照，提出以下假设: ( 1 )

对于陌生人情境，消极情绪比中性情绪引起更低

水平的信任 ( 2) 愤怒情绪比悲伤情绪更加依赖线

索效应: 当陌生人线索可信，愤怒情绪被试的信任

水平高于悲伤被试; 陌生人线索不可信，愤怒情绪

被试表现出比悲伤情绪更低的信任度．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和实验设计

本研究从综合性大学招募自愿参加被试共 120
名，其中女生 63 名，男生 57 名，平均年龄为 20． 60 岁

( SD =1．63) ，本实验采用情绪 3( 中性/愤怒/悲伤) ×

信任线索2( 他人可信 /他人不可信) 的二因素被试

间设计，实验情境中的情绪以视频方式诱发，线索

以文字告知，信任博弈实验结果作为因变量测度

信任水平． 被试随机进入各种实验情境．
2． 2 实验材料

可信赖程度调查问卷［32］: Insko 等人的研究

中首次使用，是描述个人可信度的可靠测量工具，

被试通过 7 点等级评定自己若发生 9 种行为会有

什么感觉，1 代表觉得非常好，7 代表非常不好，比

如: ( 从商场中偷了东西没有别人发现，抄袭别人

的文章获奖等) ． 本研究中被试都填写该问卷，意

味着该程序共同经历，之后告知的信任线索谎称

来自于本测试，以免引起被试对实验程序的怀疑，

而该问卷的结果并不计入统计数据．
情绪诱发视频: 经过对文献的归纳和专家评

定，本研究选定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中 2 两段

视频合并后总长为 4'33″的视频片段作为悲伤情

绪的诱发视频; 选定美国人 Ｒhawn Joseph 博士制

作的一部真实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南京梦

魇》中 44'至 48'37″的视频片段作为愤怒情绪的诱

发视频; 选取纪录片《鸟的迁徙》中 10'20″至 13'
35″作为中性情绪视频，视频材料均在以往的情绪

研究中得到过验证［33，34］． 实验前进行预备实验，

有 6 名同学对视频进行 7 点量表评价( 1 = 完全没

有，7 = 非常强烈) ，愤怒和悲伤视频诱发的平均

程度分别达 5． 67 ± 1． 21 和 5． 17 ± 1． 17，证实实

验材料能够较好地诱发相应情绪．
信任博弈规则 ( 参见 the trust game) ［35］: 信

任者( 在本研究中称为玩家 1 ) 即被试，拥有一定

数额的金钱 M，要求他将其中的一部分金钱 X
送出给受信者 ( 在本研究中称为玩家 2，即假想

搭档) ，X 的大小可以是由 0 到 M 中 的 任 意 数

目，由玩家 1 自己决定． 而玩家 2 将得到相当于

这部分金钱 3 倍的收益 3X，此时他也要回报给

玩家 1 他愿意回报的金钱 Y，同样，Y 的大小可

以是由 0 到 3X 中的任意数目． 最终玩家 1 的收

益为 M － X + Y，玩家 2 得到的收益是 3X － Y( 见

图 1，本实验以 10 元为初始数额 M) ． 没有正式

的契约规定玩家 1 应该给玩家 2 多少金钱 X，也

没有契约规定玩家 2 应该回报给玩家 1 多少金

钱 Y． 因为给陌生人钱是出于自愿，所以 X 作为

玩家 1 的投资数额，在操作上被看作是反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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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对受信者信任程度的行为测量方式［36］． 信

任博弈在以往研究中也被证实，其情境性强，尤

其适合人际交往研究［37］，被试会被告知在实验

结束之后，随机或按投资额操作结果实际获得

额外奖励，以激励被试的动机．
2． 3 实验步骤

采用 E-Prime 程序来呈现视频材料、游戏规

则和指导语，实验的进程由被试自主控制． 被试到

来之后，随机分配到单独的实验操作台，视频声音

用耳机接收，被试分处不同房间互不影响，主试先

期要求被试静坐片刻，然后统一介绍实验流程，并

告知掩蔽信息:“本项实验有多组同时进行”．

图 1 信任博弈规则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for trust game rules

具体的步骤在电脑屏幕上有提示: 首先被

试填写“可信赖程度调查问卷”，之后开始情绪

诱发，告知任务被试“观看一段视频后对其声音

及画面等级做出评定”． 视频播放完毕后，被试

完成一道题目 ( 中性情绪组被试无此项 ) : 此刻

你感受到的悲伤( 愤怒) 的程度为多少? 用 7 点

量表填答( 1 = 完全没有，7 = 非常强烈) ; 另有二

道题目是关于视频的声音和画面质量评定，不

参与数据统计，完成对视频评定后再进入信任

博弈部分: 在指导语中告知被试角色是玩家 1，

陌生人搭档是玩家 2，并提示玩家 2 的可信赖程

度调查问卷中的得分为 85 分 ( 可信线索) 或 41
分( 不可信线索) ，得分越高代表可信赖程度越

高，反之则可信度越低． 此处的可信线索的操控

仿照 Insko 等人的实验，然后附带提醒信息，阐

明被试自己的得分信息将不会被透露给玩家 2，

他们只会知道玩家 1 给他们的钱数; 他和搭档

在选择之后也不再接触; 强调被试所做出的决

策将会 影 响 其 在 实 验 完 成 后 将 得 到 的 报 酬 数

额，为体现实验逼真效果，每个被试的实验台前

都放有 10 元现金，请被试做出决定后将送出的

金额放入指定的信封，并在电脑上填写答案． 被

试完成后示意主试收集被试信封和电脑答题结

果，主试对被试做一些简单询问以确保其正确

理解实验指导语，保证实验数据有效，并以礼物

答谢，实验步骤见图 2．

图 2 实验步骤示意图

Fig． 2 The experimental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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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 1 实验操控

信任的初始水平: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人们普

遍对于未曾谋面的他人会有较高的信任，除非是

有一些不值得信任的行为证据，人们才可能愿意

降低他们较高的预期［38］． 经济学实验中也发现被

试和未曾谋面的匿名搭档合作时会表现相当高的

信任行为［35］，所以此实验未对初始信任水平进行

控制．
情绪的诱发: 本实验对观看愤怒情绪和悲伤

情绪视频的被试用 7 点量表检测情绪诱发效果，

结果悲伤情绪达到 5． 31 ± 0． 48( M ± SD) ，愤怒情

绪为 5． 95 ± 0． 69( M ± SD) ，可以证实被试有效地

感受到目标情绪．
3． 2 实验处理

实验结束后，检查被试在电脑上操作的结果

与实际装入信封内的钱数是否一致，共收集数据

120 人，因为本研究的情绪诱发状况是决定后期

数据质量的关键，所以，将愤怒和悲伤组被试中报

告情绪诱发强度值≤4 的被试数据删除 6 人，以

保证数据符合实验情境，最终收集到有效数据

114 人． 将数据录入 SPSS17． 0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
3． 3 实验结果

实验组数据分布状况及假设 1 的检验: 将被

试送出的钱数，作为测度信任水平的指标，进行二

因素( 信任线索 × 情绪) 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情绪的主效应显著 F( 2，108) = 3． 84，p ＜ 0． 05;

信任线索的主效应显著 F( 1，108) = 19． 22，p ＜
0． 001; 二者的交互效应显著 F ( 2，108 ) = 4． 80，

p = 0． 01． 经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可信线索: 消极情

绪 均 低 于 中 性 情 绪 的 信 任 水 平 ( 悲 伤 情 绪

M =5．36 ＜愤怒情绪 M = 6． 95 ＜ 中性情绪 M =
7. 61，并且差异显著 F ( 2，109) =4． 30，p ＜0． 05( 见

表 1) ; 不可信线索下: 愤怒情绪 M =3． 78 ＜ 悲伤情

绪M =5．24 ＜中性情绪 M =5． 50，无显著性差异．
表 1 各实验组数据分布( 元) 及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results of ANOVA for study variales

信任线索 情绪 N M ± SD F( 2，109) P

悲伤 22 5． 36 ± 2． 13

可信 中性 18 7． 61 ± 2． 09 4． 30 0． 016﹡

愤怒 21 6． 95 ± 2． 46

悲伤 17 5． 24 ± 2． 56

不可信 中性 18 5． 50 ± 2． 18 2． 83 0． 063

愤怒 18 3． 78 ± 1． 56

假设 2 的检验: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也表明

可信度线索对于悲伤情绪的被试进行信任无显著

性差异，悲伤被试在两种情境下几乎没有变化

( M可信 = 5． 36，M不可信 = 5． 24) ． 但是对于愤怒情绪

的被试，线索的主效应影响显著 F ( 1，110 ) =
18. 81，p ＜ 0． 001; 总体而言，不可信线索比可信

线索下反映出的信任水平更低． 相比较悲伤情

绪，愤怒情绪下进行信任判断明显地受到了线

索的影响，并且呈现两极化的波动; 另本研究中

对于中性情绪的被试，线索效应也比较明显，出

现了显著性差异 F ( 1，110 ) = 7． 97，p = 0． 006，

说明本研究中的中性情绪被试也具有线索的依

赖效应，见图 3．

图 3 情绪与信任线索的交互作用

Fig． 3 Mean amounts of money sent in the trust game in experiment

本实验中男女被试人数较为均衡( 女生 = 59
人，男生 = 55 人) ，文理科背景相当 ( 文科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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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科 = 52 人 ) 但 并 无 发 现 性 别 差 异，专 业

差异．

4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情绪视频片段进行情绪操控，实

验诱发的情绪与信任判断任务无关，这样的情绪

被称作不相关情绪或偶发情绪 ( incidental emo-
tions) ，在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 而陌生人的初始

信任判断情境，在商业领域和组织关系当中，人际

互动都有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在建立初始信

任的过程中，信息线索少，用于做信任判断的依据

更少，正如 Dunn 等曾指出个体与受信者互动的

经历将影响信任水平，不熟悉的情况更易引发信

任判断的启发式认知策略，个体才会将偶发情绪

错误地归因为信任判断任务引起，而最终导致信

任水平会有影响［6］．
本研究结果部分验证了先前的情绪效价假

设，当提供可信线索时，被诱发消极情绪的被试明

显比中性情绪做出的信任行为更少，而在提供不

可信线索时，消极情绪的降低作用并不明显． 这样

的结果可以参照以往研究进行解读，以前学者在

探讨积极情绪对信任判断的影响时，发现积极情

绪比中性和消极情绪引起较高的信任水平，呈现

积极的社会判断倾向，是用 Bower 的心境一致性

模型解释认为是积极情绪给予积极暗示［20］，本实

验中呈现可信任线索时，消极情绪可能引起的消

极暗示，表现为低于诱发中性情绪下的信任水平，

结果和前人研究一致． 但当线索不可信时，消极情

绪没有延续消极暗示，随后的信任水平并没有显

著降低．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心境一致性模型不能

全部解读消极情绪影响信任的线索效应． 根据以

往学者对于积极情绪在消极线索下反而更消极的

判断［23］，用 Bless 和 Fiedler 的情绪顺应同化模型

进行解读，说明即使接收同样信息线索的个体，不

同情绪状态是会引起不同的认知策略，相比积极

情绪对于线索的强依赖性，消极情绪有可能谨慎

对待线索提供的信息． 本研究结果在消极情绪方

面提供了证据，认为采用认知理论模型解释情绪

的作用更贴切．

本研究的另一贡献是区分同属消极情绪的

两种特定情绪( 愤怒和悲伤) 在利用信任线索对

人际信任判断时的效果差异，发现相比悲伤情绪，

愤怒情绪呈现出对于线索的较强依赖性，而悲伤

个体无论在何种线索情境中，都表现出一致的谨

慎原则，而愤怒个体，信任判断明显受到线索效应

的干扰，随着信任线索的变化而呈两极化特点． 本

研究是在人际信任判断中对特定消极情绪的影响

进行验 证，而 这 两 种 情 绪 的 认 知 特 点，在 学 者

Bodenhausen 等的研究中有所归纳: 悲伤的个体倾

向于对社会信息的完全，系统和细节定向的分析，

愤怒个体会更加依赖社会刻板印象，或者在接受

他人建议的情境中更容易依赖简单的线索而轻信

他人，这和愤怒情绪往往是受到身体或心理伤害，

在反应速度上也相对较快有关． 同样，Dunn 和

Schweitzer 和 Dan Myers 和 Tingley，D 也指出愤怒

情绪确定性高，为他人控制，而悲伤情绪，表现为

自我控制特点．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解读情绪对于

信任判断的线索效应时，即使同为消极情绪，但其

他维度如确定性、注意活动性、预期努力程度、情
境控制、责任感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引起认知结果

的不同，而 Bless 和 Fiedler 的情绪顺应同化模型

显 然 对 于 消 极 情 绪 的 作 用 也 应 该 考 虑 情 绪 的

细分．

5 结束语

5． 1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选取陌生人初始信任判断的情境

设置会面临外部效度比较低的质疑． 但商业领域

业务的初始交往，组织当中上司和下属之间新的

垂直互动当中，初始信任也比较重要，会形成个体

的认知经验，影响信任发展历程，正如信任的理性

模型预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发展循序渐进［39］． 以

往的理论模型将情绪对于判断的影响取决于认知

任务的类型，指出对于启发式加工( heuristic pro-
cessing) 和实质性加工 ( substantive processing) 任

务时，情绪影响判断的作用尤其显著． 初始信任判

断正是受限于对受信者的熟悉程度较低，符合可

利用信息线索较少的任务类型，然而当面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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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际互动，情绪是否会影响其信任的判断，或者

展现更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
本研究选取信任博弈范式，仅记录了一次

信任博弈的过程，而对于信任的发展过程，是多

次博弈的结果，在多次博弈的过程，会出现受信

者反馈信息． 以往研究中信任博弈范式也用来

反映投资过程中常出现的投资风险及投资动机

的改变［40］． 另外本研究中的情绪是属于不相关

情境，而投资反馈引起的反馈会产生相关情绪，

这些因素都可以在未来的实验情境中考虑其影

响，并且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在积极情绪的研究

中进行尝试［24］．
在未来的实验设计，需要补足情绪诱发材

料的标准化程序，尤其是中性情绪材料，以期增

加结果的可信程度． 本研究中选取的中性情绪

虽然是作基线参照，但研究数据表明信任线索

不同引起了判断的差别，与有些研究发现的中

性情绪中立态势不同［23］，呈现出类似积极情绪，

对可信线索出现积极效应的结果． 究其原因可

能一方面缘于研究中对此类情绪的诱发操控略

显粗糙或失严谨，内容表现的轻松格调使其结

果接近积极情绪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

人们在初始交往中信任的积极偏好导致，和中

性情绪的操控无关，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还需

后续的研究证实．
本研究通过信任判断来说明消极情绪对于

认知活动的影响，用于组织行为实践将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愤怒和悲伤情绪将引起个体对于社会

信息的不同认知过程，悲伤情绪促进系统化思维，

谨慎的信息加工过程，愤怒情绪引起认知评价过

程比较冲动，但也具有清晰的情感目标和行为反

应特点． 本研究聚焦特定的消极情绪，符合组织情

绪研究的生态化需要［41］，Ashton-James 和 Ashka-
nasy 曾指出组织情境中愤怒情绪产生于其他个体

的责备，因而感知到伤害和失误，急于更正过失的

行为动机加强了生理的唤醒和行动的准备，冒险

倾向也随着加剧［30］． 组织情境当中，由于上司的

不公平做法，很容易引起员工的愤怒情绪［42］，说

明在组织面临危机状况，愤怒情绪和悲伤情绪都

比较普遍［31］，本研究中消极情绪对于信任判断的

影响结果，更是提醒公司管理者需要管理和应对

好组织当中的消极情绪，发挥消极情绪的积极价

值尤其重要［43，44］． 与商业领域初始信任建立相

同，组织内部会面临员工对于新领导的信任发展

和领导对新员工信任的问题，从本研究的发现表

明，信任者对于受信者信息的采择可能会受到信

任者当时的情绪状态的影响，尤其是在愤怒情绪

下的信息依赖效应，出现偏听偏信，当然悲伤情绪

将使判断者更加谨慎和客观． 组织当中人际互动

的频次可能会减少情绪的干扰，但是也有可能因

为初始消极判断留下刻板化，而不利于信任的发

展和合作． 后续对于情绪影响信任发展的研究也

应更多关注熟人之间的信任反馈产生的直接情绪

对于信任合作的影响，必将对指导管理实践有更

深远的意义．
5． 2 研究结论

消极情绪对于个体进行陌生人的初始信任

判断存在线索效应，表现在当社会线索指向可信

时，消极情绪普遍比中性情绪引起信任水平降低，

而在社会线索指向不可信时，消极情绪和中性情

绪并没有显著差别;

悲伤和愤怒两种特定的消极情绪加工信任

线索也存在差异: 当社会线索指向可信时，愤怒

情境下的被试表现出的信任程度比悲伤情境下

的被试更高，当社会线索指向不可信时，愤怒情

境下的被试表现出的信任程度反而比悲伤情境

下的被试更低，说明愤怒情绪个体更加依赖信

息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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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negative emotions on interpersonal trust: Clues effects based on
trust game

LI Chang-hong1，GAO Pei-xia1* ，HAN Ｒui-jing2，SONG Zhi-hong1

1． School of Business，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states on trust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This research attempted to ex-
plain how negative emotions and clues about the trustee influence the trusting behaviors，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egative emotions ( anger and sadness) by an experiment． In our experiment，the
subjects were induced to different negative emotions or neutral feelings with emotional video clips and then
turned to the trust game with some clues about the truste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ubject’s amounts of
trust investment were influenced by the trustworthy clues and the emotions the subject experienced． Specifical-
ly，in case that the available cues promoted trust，people having negative emotions decreased their trust than
those experiencing neutral emotions，but the distrust cues rendered no difference． Furthermore，the result
shows that，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which argues that angry subjects will render more reliance
upon the available clues and schemas than sad ones，thes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negative emotions influence
trust in different ways: compared with the sad ones，angry peopl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amounts of trust
investment in the case that the trustee clues promoted trust，and decreased their amounts of trust investment
when clues promoted distrust．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emotional effects on cognitive strate-
gies; this study can be a valuable complement to the Accommodation-Assimilation Model an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rust development within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negative emo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clues effects; cognit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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